交易成本理论运用于土地政策的一个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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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易成本理论是自柯斯提出后，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但是柯斯只提出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说明如何操作与应用，并且交易成本不为零的假设受到许多批判上。直到威廉姆森之后才对交易成本理论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分析了近年来现有与交易成本有关探讨，发现多数仍停留在单一交易方的静态观点，忽略了市场是动态的双方自愿交易动态的，因此建议后续的研究应考量动态的多方交易主体，才能有效制定适当的政策，有效降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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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柯斯（Coase）1960年于“社会成本”一文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后，“交易成本”即受到诸多学者广泛讨论，于此同时社会成本也成为经济学以及商业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为深入理解交易成本相关研究领域及议题，本文以ABI/INFORM Global 期刊检索系统，检视2006年到2015年交易成本期刊论文，结果可知基本搜寻栏位方式共有3016篇期刊论文，排除杂志与书籍，再以进阶搜寻栏位方式共有479篇期刊论文，引用SSCI著名期刊总共有279篇论文，经归纳整理后，大致可以分类为：经济22篇、企业财务分析62篇、经营策略26篇、科技管理30篇、组织管理48篇、行销企划19篇、国际企业38篇、法律7篇、政府公共政策8篇、农业10篇、会计8篇，大致上运在用在11类应用领域 。从中排名第一为财务管理领域研究，其次为国际企业，可知近年来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主流偏重在商业类。运用在土地人文领域者为数甚少。  

一、交易成本的运用现况 

Eric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 所著《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2000)一书所述,将各个学者的交易成本概念做了一番梳理，他认为典型的交易成本例子是利用市场的成本，以及在厂商之内下达命令行使权利的成本,前者称之市场交易成本,后者谓之管理交易成本,另就法律概念的制度而论,必须考虑的是政治体制之制度架构的运行与调整有关的成本,称之政治交易成本。这也就说明了，新制度经济学显着特征是展现在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个解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贴进现实，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因为人们在面对群体经济时，必须面对人们的有限理性及不完全信息，使得人们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无交易成本的真空状态下进行决策与交易。因此我们可以说研究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将交易定义为：
A transaction occurs when a goods or service is transferred across a technologically separable interface．One stage terminates and another begins.（Williamson,1985,p1）。

根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定义，交易限于资源在交付（delivery）这一物理意义被转换，这种交割可以发生在企业的内部交易、外部交易以及市场交易。而此种交易的形成是由分工造成的。企业内部的交易，可以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提出的制针例子来说明，在这个例子里说明制针需要很多繁杂的程序，而每个工人都只进行一部份的程序，彼此相互合作，这种合作过程就可能被视为交易。而康芒斯（Commons）则对交易提出另一种见解：
Transaction are the alienation and acquis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ownerships of physical things.(Commons,1934,p38)
可以看出，康芒斯（Commons）所提出的交易也涉及到资源的转让，但是他的转让指的是法律上的转让，是法定权利的转让。而康芒斯（Commons）法律意义上的转让与威廉姆森（Williamson）物理意义上的转让二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在分析交易成本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交易似乎被看成了资源转让与经济交易二者不同的类型。
另外Rindfleisch & Heide(1997)有鉴于交易成本理论应用愈发广乏，将其来源与型态梳理如下表：

	交易成本项目
	资产专属性
	环境不确定性
	行为不确定性

	成本来源
	统治问题的本质
	保护：
当决策者在进行资产配置时，担心 另一伙伴以投机心态利用其资产而投资其他项目
	适应︰
当决策者有限理性时，以致于面对环境不确定性，难以解决因合约带来的难题
	绩效评估︰
当决策者对环境不确定时，而难以去评估伙伴是否达成合约的问题

	成本型 态
	直接成本
	合同签订及保护的成本
	沟通、谈判与协调的成本
	事前：筛选与遴选合作伙伴的成本
事后：衡量成本

	
	机会成本
	投资某项生产产品失败的机会成本
	不适应：适应失败
	事先︰确认原先认为适合本身伙伴所造成的错误
事后︰努力调整仍产生的生产力损失


资料来源：Rindfleisch,A.and Heide,J.B.,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ture applications,”Journal of Marketing,1997,pp30-54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如果我们将交易成本用于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关注的重点除了经济交易，还必须注意人们私下进行的社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社会活动是建立、维持与改变社会关系所必须的经济活动。更进一步的说，社会行动是形成与维持制度框架所必须的，而经济活动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同时政治交易也包含在内，政治人物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则必须考虑这些集团对于行使公共权威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计划，以及官员们以司法行政形式行使的日常政治权利，当然这个运行就包含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成本。如同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构建的框架「制度就是治理机制」，然而即使交易成本的概念，广受各界欢迎，但是因为交易成本定义的模糊性，以及人性充满着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如何测度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交易的三项特征：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进行特定交易的投资（transaction specific investments）的程度，此三项特征被大多数的学者们视为对经济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广义的交易成本泛指交易双方谈判、履行合同、及获得信息所需要运用的全部资源。狭义的交易成本则是为履行合约所必须付出的时间及劳力，但是在某种条件下，这种交易成本可以非常高，甚至高到阻碍交易的实现。总的来说，交易成本经济学成立前题 必须考虑到二项假设︰认知假设与自利性假设。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类，一是与人有关，另一种则是与特定交易行为有关的因素。而一切的交易风险，都可以归纳到威廉姆森（Williamson）交易成本经济学所成立的二大行为假设：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

（三）交易成本应用的不足
儘管交易成本的原因、种类及内容学者们都有详细的论述，但对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或下降并没有明确的解释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柯斯（Coase）揭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但并没有要详细的研究它，而是要人们重视交易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而交易必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交易成本之所以会产生主要还是来自于「经济利润」。但是综观过去的研究偏向于静态观点，缺乏实证因而弱化了个人主观意识下所产生的价值观点，再分述如下︰

1、偏向静态研究分析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批判，认为交易成本理论偏向单一交易静态观点，没有考虑到有效解决长期交易关系(Rindfleisch & Heide, 1997)、偏向经济理性忽略社会理性交易考虑(Demsetz, 1988)、非人性化交易(Zaheer, McEvily, & Perrone, 1998)、只考虑如何有效降低成本并未考虑如何提高收入进而增进利润或价值(Dyer, 1997; Madhok & Tallman, 1998; Subramani & Venkatraman, 2003)、忽略知识、资源基础及内部能力等来源之探讨(Madhok, 2002)。
交易成本观念对组织内部与市场的治理方式，以及探讨以最小的交易成本达到最适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仅仅是围绕在静态理论的探讨上，以单一单位为分析基础，以交易氛围、交易频率、资产特殊性以及少数交易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思考范围，重点着重在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却忽略交易是双方的合作，交易成本的产生始自于交易的每个过程，是一种连续性、变动性的，而此种合作未必是成功的，也有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只有双方合作成功，交易成本才会成为制度成本。与此同时也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人性与组织的软性诉求，如何从相互信任、组织学习以及组织创新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理性行为中来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本研究认为，交易成本观念虽然是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成熟的理论基础。但是，忽略了群体社会中人类行为长期以来动态并且持续交易的观点，交易对象是多方，也不是一次性的搏奕。社会组织是动态且持续前进运转的，交易过程在有限理性模式下，会隐藏个人潜在风险性，内心诉求，进而可能产生进一步的逆向选择及投机心态。因此人与人之间透过不断交易，从交易过程中相互学习，建立彼此之间互信互赖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并非仅仅局限在短期层面的探讨，而是长期经营下形成的「无形资产」。
2、交易价值观点的弱化
有学者就认为，「承诺」就意味着交易的一方愿意牺牲自己部份利益来换取长期利益（Dwyer，1987）。透过信任，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Zaheer A；Perrone V，1998）。透过组织学习与市场机制的相结合，可以有效提升组织绩效（Kale，2000）。另外，透过组织创新也可以提升组织绩效（Subramanian，1996）。而个人或企业乃至组织创新动力来源在于交易过程中获取的超额利润。
从过去文献中也发现，大量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忽略了人类社会化行为是受到复杂的社会化所制约的，从而导致人的行为往往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关于衡量交易成本的方法，Benham,A., （2004）运用「交换成本」（exchange cost）的概念来衡量交易成本，将交换成本视为是个体在特定制度下，为了获得某种财货而必须失去其他获利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还包括了财货的实行成本，以及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并且藉由问卷访谈厂商设厂过程中，有中介介入协助的情况下，以及无中介介入协助情况下，各别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与金钱，用以比较是否有交易成本存在。研究显示，交易成本是受到制度施行的影响。但是这项研究对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值如何衡量，并没有提出更深入的解释及验证。
Alexander(2001)将交易成本运用土地使用计划或土地发展的管制时，并说明Pigou福利经济学认为土地使用存在外部性，而市场又无法提供有效公共财，此时将导致市场失灵 ，而政府干预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利用公权力的课税或补贴，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在公共选择理论是假设理性的经济人会依照其个体喜好，决定接受政府的规划管制，并将土地开发过程视为一种游戏的过程，而公共规划与分区管制则为土地开发中利益关系人所同意的规则。
Alexander(2001a)进一步将交易成本运用于分析土地开发，其交易成本基础架构，由交易成本几个关键面向导入，例如：交易频率、相互依赖、不确定性、存续时间，进而探讨交易成本如何影响治理方式的修正。并认为交易成本导因于关键交易面向间与多样风险的关连，其中风险包含了投机心态与道德风险，并因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及基础转换所引发。在土地使用变更的这个议题上，Colwell（1997）提出一种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这种制度与台湾现行土地使用分区的制度（zoning变更制度）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使得变更范围内地主可以与变更范围外受外部性影响的地主协调，进行契约上的同意，政府并不涉入其中；而Zoning的变更制度是由政府来主导变更案，显然的赞成政府介入规划下的理由，是认为政府的介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Hastings and Adams，2005；De Pinto and Nelson，2009；陳建元，2010；Henger and Bizer，2010）。这样的结论，运用在实务的分析上，缺乏自愿交易的前提，从而导致产生研究结论偏差的风险。

Madhok & Tallman（1998）认为交易当事人之间与其思考如何防范人的投机行为，以及如何降低事前与事后交易成本，不如站在互信互重的观点，思考如何使双方交易价值极大化，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认同组织间合作与伙伴关系可以提升彼此的交易价值。
从上述多位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交易成本基本假设与内涵重点在讨论如何设计出最适的治理结构，用以有效控制交易成本。换个方向说，交易成本仅仅只是在探讨交易与治理成本极小化的问题，对于如何创造组织的交易价值并未详细的考虑在内，这部份则是交易成本假设与内涵的缺失。真实世界中，个体都是有限理性的，交易期间必然存在着各项成本，一旦交易成本过高，最终将导致交易的中断与失败。但是究竟交易成本该以何种方式进行衡量，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四）交易成本的研究启示

综合上述的讨论，本研究认为，实际交易关系活动的过程与交易最终目标的结果，在思考逻辑上不单单只是考虑如何将交易成本更合理化，更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避免交易纠纷，创造该项活动的最大价值，是研究交易成本理论中最重要的经济价值所在。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各项交易成本在不同领域的意义，在研究假设上必须承认所谓的交易前提指的是市场上的交易双方自愿交易，也就是在对象上不能只考虑单一方的行为主体；而交易价值的大小则必需尊重来自于行为人的主观价值认定，这里面就隐含了一方行为人对该项标的的情感认知，另一方行为人投资效益的考量。有了这样的概念及认知，对于进行交易的协商与谈判才能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目前的交易成本研究缺乏从人的行为观点来探讨，也缺乏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只停留在理论缺失的研究与批判上。将交易成本理论运用于土地或住房相关研究者为数甚少，因此未来交易成本运用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方向应该：（一）将“人的行为决策”做为研究主轴，以行为人为研究主体，市场是由多数人所组成的行为体，因此存在著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尊重个人主观价值的认定即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基于多次沟通所达成的交易条件，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在进行多次协商沟通下不得不的选择。（二）研究必须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议改善政策的制定，所以必须通过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理论的优劣。

最后，本研究认为较交易成本理论结合实际土地规划管制案例，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找出交易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中进一步学习，必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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